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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口红利到性别红利
——性别平等视角下广义社会经济效应的理论思考

朱 荟 陆杰华

摘要：人口红利是学界关注的核心研究议题之一，但既往研究却忽视人口红利中所暗含的性别结构

视角，迄今尚未充分关注性别平等视域下可能带来的广义社会经济效应。从理论上看，从人口红利转向

性别红利不仅需要交融和拓展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女性学等学科的相关概念，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到

构成支撑性别红利的多元理论分析框架。综合而言，性别红利广义社会经济效应特指性别红利在社会

领域、经济领域及社会经济之外的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和环境领域等所有面向的综合效应，其中各效应

又呈现出内涵丰富且多样面向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进一步挖掘从人口红利转向性别红利的理论建

树及探讨收获性别红利广义社会经济效应的现实路径，不仅是理论界的重要使命，同时也是现实的客观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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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 20世纪 90年代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第一次被提出，并用于解释东亚经济奇迹

中人口要素的重要作用①，这一讨论始终是人口与经济领域的重要议题。长久以来，人口红利所关

注的是人口转变（Demographic Transitions）进程中年龄结构变迁对劳动力供给、经济增长和可持续

发展的影响②，主要研究集中在以人口结构的机制界定人口红利的概念内涵、人口红利的测量与持

续时长预判，以及从老龄社会新形态和劳动力市场转型下强调人口红利效应的转折性变化等方

面。③值得注意的是，以往诸多研究忽视人口红利中暗含的性别结构视角，未能从社会性别角度拓

展对人口与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较少考虑到促进性别平等和女性劳动力赋权有可能产生的

直接或间接的社会经济收益。

从全球视野来看，中国女性在社会参与和经济活动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女性劳动力在数量、结

构和质量的三维人口红利中都展现出独特的优势。总量上，中国女性劳动力占比全球女性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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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强，自 2000 年起为世界提供新增女性劳动力达到 1200 万；结构上，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超过

70%，且全职就业率接近九成，长期处于全球前列水平；质量上，女性受教育情况逐渐改善，接受高

等教育比例已经达到世界中上水平，2018 年普通本专科女性人数超过男性便是一个很好的明

证。①据《2019年女性就业指数》的预计，中国通过性别平等实现的性别红利（Gender Dividend）将

创造数万亿美元的额外经济收益。②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国家经历了从一穷二白到全球第二大

经济体的变迁，在此崛起中，女性始终是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者，以世界前茅的劳动

参与和全职就业为中国腾飞提供了稳定动力源，秉持“半边天”的坚毅自信和传统美德书写了社会

发展领域的中国篇章。毋庸置疑，中国女性的人口红利不仅对新发展格局下的经济转型、促进人

口再生产和增加民生福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在即将到来的高龄化和人口负增长的社会形

态下更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性别红利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与潜力理应不容忽视。然而事实上，无

论中国还是全球，不管从学术研究还是制度设计上，都未对女性劳动力的社会经济价值给予足够

重视和充分挖掘。正如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及多次重要国际大会中所强调的，“性别平等

是明智经济学（Smart Economics），更是全球优先事项（a Global Priority），就其本质和意图看似好

的，且对经济增长有所裨益，但如果只强调前者，却几乎无法让任何人信服”。我们认为，这其中悖

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性别平等视角下人口性别结构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实现路径

这一重要问题亟待厘清。一是在理论层面上，从人口红利到性别红利，在概念演化过程中理论框

架如何搭建？二是在实践层面上，性别红利所具备的广义社会经济效应是否真实存在？能否在多

个社会经济领域中得以观察并提炼出其主要表现形式？三是在中国语境下，超越人口红利，进一

步释放性别红利潜能的现实启示是什么？本研究尝试对以上问题进行回答。

二、从人口红利到性别红利的概念扩展与理论框架

理论上讲，从人口红利到性别红利本身并不是在一个学术脉络下拓展、深挖和创新的过程。

即使在世界范围内女性劳动力占比超过四成的现实背景下，即使已有来自联合国、多个政府机构

和非政府组织等诸多研究报告呼吁“女性崛起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政策倡导下，在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和人口经济领域话语体系中极为缺乏社会性别敏感

性。直到 2010年泛美开发银行两位女性经济学家合著出版的《性别红利：充分利用女性的工作》

（Gender Dividend: Capitalizing on Women’s Work）面世③，性别红利的概念方被学界所关注。此

后，该概念受到了各界的广泛关注与积极认可，如 2011年联合国妇女署以性别红利为题发表关于

性别平等的商业案例报告（The Gender Dividend: A Business Case for Gender Equality）④；2012年经

合组织在理事会部长级会议上发表宣言“全力以赴：利用性别红利”（Putting ALL Our Minds to

① 国家统计局：2018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统计监测报告，2019年 12月 6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
201912/t20191206_1715998.html，访问日期：2020年11月10日。

② PwC Channel Islands,“Boosting Diversity, Prosperity and Growth: Channel Islands Women in Work Index 2019,”https://www.pwc.
com/jg/womeninwork,访问日期：2021年1月21日。

③ Carmen Pagés and Claudia Piras, Gender Dividend: Capitalizing on Women’s Work,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2010,
pp.2-8.

④ Kristin Lewis,“The Gender Dividend: A Business Case for Gender Equality,”UN Women Headquarters, 2011, pp.1-20.



·43·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2期

Work: Harnessing the Gender Dividend）①；多家国际知名商业专业服务机构纷纷以性别红利为专题

进行深入研究。

从性别红利的概念产生及推出过程可以看出，人口红利转向性别红利的概念重塑和理论支撑

应当是当前学术界的困境与难点。因为这一概念并非来源于正统的学理探讨之中，其提出也并未

致力于解决人口结构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中的理论争议。需要肯定的是，当前在公共或私营组织

中热议的性别红利概念具有两个方面的主要贡献。一方面是作为一种理念主张明确强调：充分利

用女性劳动力将强有力保障经济活力和提升人才储备。正如上文联合国妇女署报告中所指出的，

“女性充分就业不仅关乎社会公平与两性平等，更可带来显著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是以多家商

业数据信息定量证实了打破性别天花板，更多雇佣和提拔女性劳动者将有助于企业面对不良经济

形势的挑战及获取更佳的长期回报率。②与此同时，仍需注意到，无论是社会性别的倡导工具，还

是女性能力的新兴概括，性别红利以一个学术概念参与到人口变动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研究，

必须在概念内涵和理论框架上给予新的突破。

在概念内涵上，从人口红利到性别红利必须实现多学科交叉的视角统合与全景式的概念综融。

对人口与经济社会关系的研究长期集中于人口总量变化、人口增长速率与人口年龄老化的影响探讨，

却忽视了其他人口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性别结构视角之所以重要，在于男女两性并不是人类社会建

构的范畴，而是基于生理和生物本源下最自然、最基本与最重要的群体划分方式，因而理解和解释人

口与经济社会关系，性别结构应当同数量结构、年龄结构一样成为一种基本思路。在概念内涵上看

待从人口红利到性别红利的转向，不全然是一种人口结构下划分的从属关系，而应重点突出女性劳

动者在人口与经济社会政治生态系统中的核心作用与秩序主体。也就是说，性别红利议题超越了人

口红利的概念涵盖，体现了女性在现代社会中正从家庭幕后走向工作前台的双重角色，成为了贯穿

女性劳动者与经济增长、社会生活、福利政策乃至人口公共治理等方面的焦点线索，构成了学界观察

和评判各个国家经济社会变迁与转型的重要依据。总而言之，相较于仅仅隶属于人口经济视域的人

口红利，更具综合性与开放性概念表征的性别红利指的是：从女性劳动力的数量质量、人力优势和兼

顾家庭等广义视角，考查性别平等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多重积极效应。这种概念

延展跨越了传统思维范式，是从性别秩序的建构逻辑去挑战已有的相关学科知识体系，并尝试加入

社会学和女性学等学科理念对性别红利的绝对主体性进行重构。

在理论框架上，新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力供给模型构成了人口红利的主要理论基石，加筑人口

红利转向性别红利的重要理论支撑还需要整合女性主义、文化人类学、制度学派和福利国家等分

析框架，以理解性别红利及其效应反映出来的女性劳动者独特的社会身份、角色认同和家庭责任，

而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人口。整体上看，构成支撑性别红利的理论框架是多元理论范式的，

按照其基本主张大致可以区分为“原生主义”“现代主义”“消费主义”“多元福利主义”“家庭主义”

和“制度行为主义”等六种主要范式。

第一，原生主义从原生基础强调性别红利是一种与生俱来且又在进化延续中强化的客观存

在。男女两性劳动力在主观参与、劳动技能和生产效率等多方面的表现异同不仅是一种自然赋

① OECD Launch of Gender Reports,“Putting ALL Our Minds to Work: Harnessing the Gender Dividend,”All on Board for Gender
Equality, 2012, http://www.oecd.org/about/secretary-general/allonboardforgenderequality.htm.

② Alison Cook and Christy Glass,“Diversity Begets Diversity? The Effects of Board Composition on the Appointment and Success of
Women CEOs,”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 53, 2015, pp.137-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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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更是在社会制度文化中学习与适应的结果。①因此，女性个体集合而成的劳动力人口具有不同

于全人口的生产与再生产行为能力。

第二，现代主义是从现代化视角以女性现代性建构赋予性别红利的意涵。在从“高出生、高死

亡、低增长”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再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进

程中，强调现代化过程中女性社会角色和地位身份的转变，尤其是因生育率下降实现的女性劳动

人口比例上升和少儿抚养比下降所带来的性别机会窗口。

第三，消费主义的性别红利论可以被视为人口经济学中储蓄与消费关系的调和观点，人口红

利通常较多关注高储蓄率的影响，而性别红利则是从女性的高消费意愿入手，认为女性既是生产

者，更是消费者，以消费带动生产是女性的特有优势。

第四，多元福利主义则是从人口再生产成本分担的角度入手，认为传统社会女性是照顾家庭

和抚育孩子的主体，现代社会原本由女性承担的部分逐渐被政府、机构和组织等多元主体以社会

福利和社会保障共担。②从这个角度说，性别红利也是福利经济学的产物。

第五，家庭主义的性别红利论具有两个维度的鲜明论点。一方面认为女性兼顾家庭与工作，

制约了女性创造经济效应；另一方面是从女性肩负家庭生计的视角认为，性别红利可以为家庭建

设和儿童发展提供新的贡献。

第六，以制度行为主义论证性别红利是制度经济学在性别视角下的前沿探索。性别不平等的

制度根源嵌入在宏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劳动力制度等多个方面，这一视角延续了制度经济学

的逻辑，却又从性别平等的根本方向为了解和认识性别红利提供了反思性的创见。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从人口红利转向性别红利跨越了人口经济学理论的单一性，突破了人

口年龄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预设。性别红利的概念界定和理论框架不再依托于传统的人口

与经济两者互动关系，在性别红利的全景式理论框架呈现中更多采取的是一种相对开放的态度，

并没有将性别红利效应集中在经济层面上，而是在较强的包纳性基础上，关注到激发女性劳动力

潜能可能产生的“经济与社会、国家与家庭、群体与个体、当下与长远”的不同类型积极效应。③

三、性别红利广义社会经济效应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

从学理上讲，在社会经济最广泛层面上审视和评价性别红利可能具有的效果和收益，就是所

谓性别红利的广义社会经济效应。这里的广义是泛指对性别红利在社会领域、经济领域以及社会

经济之外的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和环境领域等所有面向的综合效果评价。性别红利的广义社会经

济效应是一种试图以性别平等的视角引入，将微观的女性个体、中观的家庭单位组织和宏观的社

会经济系统有机结合起来，以揭示和展现性别视角下女性促进社会经济创新发展的形成及维持机

制的理论构想。如何重构一套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造福整个人类社会的运行秩序，是所有人

口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追求的目标，从人口红利向性别红利的转向之所以如此重要，其

主要原因在于反思这种转向中所蕴含的学理性的超越。性别红利不仅仅局限于关注经济视域女

① 孙明哲：《西方性别理论变迁及其对性别定义的影响——当代性别理论的两极：两性平等与性别建构》，《学习与实践》2018年
第6期，第116—124页。

② Orloff Ann,“Gender in the Welfare State,”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2, No. 1, 1996, pp.51-78.
③ Barbara Risman,“Gender as a Social Structure: Theory Wrestling with Activism,”Gender and Society, Vol.18, No. 4, 2004, pp.429-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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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劳动力的具体作用，而是以更公平、更自由和更全面的视角审视性别平等在不同发展领域产生

的乘数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讲，性别红利的广义社会经济效应是一种可能的理想图景，表现为女

性社会参与和经济赋权增能，以及消除一切形式针对女性歧视所反映出来的相关效应。虽然这一

解释路径极具新意与特色，但囿于性别红利理论概念自身的不完善与抽象性，性别红利如何产生

广义社会经济效应的具体表现和作用机制实际上并不够明晰。随着学界对性别红利研究的逐渐

深入，我们大致可以就性别红利广义社会经济效应提炼出若干观察线索和分析的支撑。

（一）性别红利社会效应的主要表现形式

性别红利广义社会经济效应的第一层次在于社会效应方面，性别红利以性别结构路径，即在

女性地位、家庭分工和人口再生产的紧密关联中改变社会结构和重塑社会形态。性别红利的社会

效应主要表现在促进生育转变、增进儿童福祉、营造社会幸福、缓解社会贫困以及调节教育机会再

分配等具体方面。

性别红利通过促进生育率下降和改变生育模式，进而推进社会结构的人口转变。①与人口红

利关注抚养负担轻、劳动力资源丰富不同，性别红利的分析视角从人口结构的宏观层面转移到女

性地位的微观层面上。不同时期的国内外研究都一致发现，高生育率的下降总是最先发生在妻子

家庭地位较高或者妻子文化水平较高的家庭中，妻子在家庭中的决策权力和自主能力对于夫妇有

计划和有节制的生育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②

以平衡母职增进儿童福祉。女性既是社会劳动的参与者，更是社会人口再生产的主要承担

者，重视性别红利的社会效应将减轻职场母亲所面临的公私领域双重身份带来的压力，在国家—

市场—家庭的多元主体和夫妻平等分担抚育责任的新社会模式下③，真正实现妇女儿童利益的最

大化。

以性别红利关爱女性自身成长，不仅事关家庭幸福和谐，更将营造整个社会的幸福氛围。以

往幸福感研究已论证了性别差异的真实存在，无论是在生产能力、健康营养、收入分配等影响幸福

的客观因素上，还是在心理体验的主观感知上，男性和女性都具有显著差异。④性别红利将在女性

视角下促进女性自我实现和男女平等，从根本上改变家庭和社会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情感反应。

依靠妇女反贫困实现缓解社会贫困。妇女贫困是当下国际社会的重点议题，是以性别红利重

述“贫困女性化”命题。妇女既是反贫困的重点和敏感人群，也是缓解社会贫困的重要力量。按照

多重贫困理论，女性贫困的根源在于市场经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婚姻家庭制度和生育文化制度

多重弱势下的权利贫困，⑤提升女性可行能力，增加女性权能，将为妇女个体和社会整体的反贫困

提供内生动力。

重视性别红利在教育领域所取得的收益。性别教育红利不仅体现在两性在入学起点上的机

会平等，更体现在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的事实平等，以教育公平填补两性在生存与发展上的不平

等，这意味着性别文明将改变男权主导的社会形态。

① Wang Feng, et al.,“Is Demography Just a Numerical Exercise? Numbers, Politics, and Legacies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De⁃
mography, Vol. 55, No. 5, 2018, pp.693-719.

② 计迎春、郑真真：《社会性别和发展视角下的中国低生育率》，《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第143—161页。

③ Frejka Tomas,“Determinants of Family Formation and Childbearing during the Societal Transi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Demographic Research, Vol. 19, No. 7, 2008, pp.139-170.

④ Ed Diener,“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and a Proposal for a National Index,”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55, No. 1, 2000, pp.34-43.

⑤ 李小云、张瑶：《贫困女性化与女性贫困化：实证基础与理论悖论》，《妇女研究论丛》2020年第1期，第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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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别红利经济效应的主要表现形式

性别红利广义社会经济效应的第二层次在于经济效应方面，性别红利凭借女性劳动者在积极

参与、情感投入和柔性关系等方面的独特角色和性别要素，为经济发展和商业管理领域开辟了性

别化的新动力。①性别红利取得经济效应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充分劳动参与、打破职业隔离、创新管

理范式和抵御经济衰退等。②

面对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和创意经济等新经济产业形势的挑战，需要女性更多地参与经济活

动。性别红利的经济效应体现在释放女性的经济潜力，让女性全面参与经济生产，扩大女性就业

比例，以妇女优质就业创造更大经济价值。有研究以 1965—2004年 184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

检验了女性劳动参与对经济增长的显著作用。③在第二届全球女性创业大会上，世界银行对女性

经济作用给予了肯定：“任何的国家组织或者是经济体，如果没有男女平等地参与经济社会活动，

就无法充分地发挥潜力去迎接 21世纪的挑战”。④

通过性别红利扭转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歧视，打破男女两性的职业隔离状况，以提升女性劳

动力价值，实现经济发展的战略转型。女性主义认为，父权制的性别分工不仅形塑了家务活动，而

且延伸到劳动力市场，女性在劳动就业中既面临难以进入体力或专业要求较高行业的水平隔离，

也面临即使同一行业，也处于同工不同酬的垂直隔离。在经济效应上，这种性别职业隔离将对经

济总产出带来显著的负向影响。⑤因而注重性别红利，缩小职业性别差异，将对经济持续发展具有

内在驱动作用。

以性别红利创新管理范式，在组织管理领域纳入性别维度，提倡经济管理的目标设定和制度

设计中应该遵循性别平等的基本主张，践行“创新性别要素驱动组织发展”战略构想。学者从这个

意义上将“性别化创新管理”界定为：在组织管理和经济活动中，充分考虑性别因素，将性别分析的

方法融入管理过程，形成性别化的创新理论、方法、技术、产品和服务，推动形成两性负责的创新管

理政策，从而提高组织绩效。⑥

女性的盈利能力和消费能力成为新经济形势下走出经济衰退的重要力量。有研究利用全球

600多家公司披露的雇佣和提拔女性员工以及上百次深度访谈资料，分析女性中高层管理者对企

业股价波动和长期回报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性别红利具有强有力的抵御风险能力和稳定的金融收

益。⑦除此之外，性别红利还体现在女性的消费能力上，以女性作为新兴市场，根据女性购买偏好，

将极大刺激相关产业的发展。⑧

（三）性别红利广义社会经济效应的其他表现方面

性别红利广义社会经济效应的第三层次在于社会经济效应之外的政治效应、文化效应和环境

① 熊艾伦等：《性别异质性与企业决策：文化视角下的对比研究》，《管理世界》2018年第6期，第127—139页。

② Kathleen Lahey and Paloma Villota,“Economic Crisis, Gender Equality, and Policy Responses in Spain and Canada,”Feminist Eco⁃
nomics, Vol. 19, No. 3, 2013, pp.82-107.

③ Angela Greulich,“Female Labor Market Particip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ol. 4, No. 2, 2009, pp.97-108.

④ 富东燕：《志在人生出彩 追求梦想成真——妇女参与经济发展成就综述》，《中国妇女报》2017年9月26日，第1版。

⑤ 姚先国、谢嗣胜：《职业隔离的经济效应——对我国城市就业人口职业性别歧视的分析》，《浙江大学学报》2006年第 2期，第

73—79页。

⑥ 吴欣桐、陈劲：《创新管理范式的解构与重塑——性别化的视角解析》，《科学学研究》2019年第9期，第1671—1679页。

⑦ McKinsey and Company,“Women in the Workplace 2019,”October 15, 2019, https://womenintheworkplace.com/2019.
⑧ Sylvia Ann Hewlett,“Why Women Are the Biggest Emerging Market,”Harvard Business Review, March 08, 2010, https://hbr.org/

2010/03/leverage-your-female-demo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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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o效应等，在各个维度下强化性别机制，密切关注资源、习惯和规范在两性之间的分布，始终反思

与抵制现实社会生活中性别不平等的存在或发生，在变化世界中聚焦女性的能动发展和释放性别

红利的无限可能。

一是政治效应上，性别红利在性别分析的制度框架中，推进性别主流化的政治革新和政策践

行。这既体现为女性在政府决策机构中的数量和比例提高，也表现为女性实质代表的增加。前者

指的是女性在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中性别比例绝对和相对数值的扩大，后者则是性别意涵渗透到

政策制定与推动的各个层次和阶段之中。①从绝对和相对代表到实质代表都是性别红利在引领女

性获取政治资源，拓展女性政治表达，推进性别化的政策改进与实践。此外，女性作为社会治理和

国家治理的重要主体，在创新社会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具有不可替代的

重要作用。

二是文化效应上，性别红利暗含人本属性和妇女赋权的性别理念，突破了传统社会文化中的

性别藩篱，为人类生活提供平等、自立和幸福的价值观念。性别红利的视角突破了既往性别平等

的差异论和支配论，并不再关注生理、心理和社会上的两性差异，或者性别不平等的历史与制度上

的根源，更多以结果导向强调女性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聚焦女性所创造的巨大社会价值，以性

别独有的红利优势消除显性与隐性的性别歧视，在充分肯定、认可与尊重性别红利的基础上，形成

性别无涉和男女平等的社会性别文化新风尚。

三是环境效应上，性别红利将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这不仅体现在减轻环境污染对女性造成

的负面影响，强化性别视角的亲环境行为，而且有助于将两性影响评估纳入环境公共政策之中。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中关于妇女与环境提出了“平等参与环境决策和管理，发展

环境更为优化”的总目标，性别平等成为公私领域中环境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身为女性”并非是

支持环境保护和亲环境主义的充分条件，而是性别角色和性别社会化带来了女性与环境的自然亲

和相关性。②诸多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同时也在提醒我们性别红利是促进人与环境和谐共生

的一项重要动力机制。

四、进一步释放性别红利潜能的理论评析及实践启示

性别红利及其广义社会经济效应的理论建构，是以性别视角对以往人口红利话语体系创新的

一种尝试和探索，对于理解现代社会中女性劳动力的潜在效能，具有全方位和多视角的理论分析

力。除此之外，历史演进、视角切换和主旨扩充等多元因素也使得从人口红利向性别红利的转型

成为一种求异存同却又化简为繁的必然要求。为此，基于性别平等的视角，从学理上挖掘人口红

利转向性别红利的理论建树，从现实上讨论释放性别红利的政策性启示，以及从前瞻上展望性别

红利的研究走向，不仅有利于丰富和拓展性别红利的理论研究，同时对于促进性别平等以及进一

步释放性别红利的潜能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一）从人口红利转向性别红利的理论建树

有关人口红利的研究始于人口与经济关系的重要变化。随着后人口转变的到来以及人口发

展开启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第二次人口红利和人口红利消失等议题探讨推动相关研究呈现一种新

① 郭夏娟、魏芃：《数量代表与实质代表：理解女性政治地位的一个理论视角》，《妇女研究论丛》2019年第5期，第57—70页。

② Smith Douglas,“Environmentalism, Feminism, and Gender,”Sociological Inquiry, Vol. 71, No. 3, 2001, pp.314-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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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从人口红利转向性别红利，从而以更为开阔的视野认识和理解人口构成中性别要素可能

产生的收益。如前所述，所谓“人口红利向性别红利的转向”是在人口红利基本研究类型的基础

上，依据女性主义中性别平等的基本主张、若干假设和主要方面对人口红利概念进行扩容与重构，

并以女性视角为原点，在社会经济等多领域中对性别红利的多重效应进行理论探究，从而达到以

性别视角重新认识人口红利的宗旨。从研究策略上来说，性别红利的研究强调从实践中勾画性别

与社会经济多维度的理想类型，但在研究主旨上并不刻意追求精确与完备，而是在修正与进展中

找寻释放性别红利的多种路径，以实现对人口红利在性别因素上的事实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

性别红利的研究更是偏重于构建一种创新性的理论分析范式，而不是对实证数据的检验方法。迄

今，从人口红利转向性别红利的理论创新突出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凸显多维特性，增强了理论概念的解释力和多样性。人口红利和性别红利都是解释人

口因素如何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概念工具。相对于人口红利，性别红利的概念界定将学术研究方

向从追求全人口与经济的深度转为基于性别平等的广义社会经济效应，以全方位的方式提升概念

本身的复杂性和多面向。如果说人口红利体现概念特征在分析与应用上的专项与简约的话，那么

性别红利则反映的是概念解释上的综合与杂糅。性别红利的概念及其广义社会经济效应尽可能

容纳性别与社会、性别与经济、性别与政治、性别与环境等女性人口价值的所有内涵与外延，虽然

当下在概念的明确性和指标的可测性等方面尚不如人口红利那么精确，但是因性别红利专注性别

平等的多维效应，在概念的适用性、理论的生长性和分析的综合性等诸多方面都具有明显的理论

优势。

第二，超越人口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在女性与社会经济全景图式下展开理论预设。毫无疑问，

性别红利将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性别实践理论。①该理论视角的实践性源于女性在社会、经

济、政治等多维情景下的多元身份与复杂角色：女性不仅是人口再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同时还是家

庭分工的主力承担者，更是社会经济建设的创新力量源。因此，性别红利及其广义社会经济效应

并不依托于传统的人口经济学视角，在理论假设、价值判断与分析维度上不再强调既往人口学的

学科思维和量化统计方法，抛开人口红利中暗含的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内生视角，主要以更开

放包容的态度洞察女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以社会事实为基础，化解性别红利研究中

可能涉及的“主观与客观、原生与建构、家庭与去家庭、现代与后现代”等多种理论分歧与争议，以

多个象限下多种性别广义社会经济效应组合的解构与重构实现多重理论视角的整合与超越。

第三，为人口与社会经济关系的研究确立了一种新的可能形态，性别红利成为创新人口理论

的新契机。人口学长期关注若干分散的研究议题，如生育制度分析、人口与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与

人口变迁等，性别红利的理论视角可以视为这些关注点的“元问题”，以性别思路将相关的多个分

割样式的探讨串联起来。因此，性别红利假设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跳出“年龄结构—经济增长”的

单向度，而以女性与广义社会经济领域形成相关矩阵，为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开创新的学术成长点。

（二）进一步释放性别红利的实践启示

首先，人口红利的重要作用不应局限在经济奇迹中，而是从性别角度洞见更为广泛的社会经

济效应。人口红利是一个建立在人口机会窗口的经济学概念。②学界关于人口红利的讨论并不充

分考虑社会现实情境，而主要是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迁中分析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较轻的抚养比

① 佟新：《性别社会学需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性别实践理论》，《妇女研究论丛》2016年第4期，第10—11页。

② 原新、高瑗、李竞博：《人口红利概念及对中国人口红利的再认识——聚焦于人口机会的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17年第 6
期，第19—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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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何时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虽然也有不少学术论证从人力资本或高储蓄率等角度提出第

二次人口红利的假说，但是在本质上都没有离开经济学逻辑。从性别红利提出广义社会经济效应

的理论假设，必须在两个方面突破现实制约：一是将人口因素的可能受益从经济角度超越传统视

角，将性别要素置于社会经济的多维层面；二是将制约性别红利的症结归结于性别不平等的社会

分层与社会结构的桎梏，在女性赋权增能的过程中实现人口红利的新源泉。

其次，进一步释放人口红利的根本出路在于女性能力建设，以性别平等的实践路径作为反思

红利获取的着力方向。关于男女两性的事实平等，当前学界的主流政策性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层

面：一个是强调女性的独有优势，彰显女性特质；另一个是忽略性别客观差异，强调性别不平等的

社会建构。事实上，前者是从个体层次看待女性群体，突出女性特有的价值与贡献；后者则是从群

体层次看待男女两性，立足于在家庭内部和职业场所等所有领域实现性别的无差别化对待。由此

形成的实践措施和政策建议无外乎是以教育加大对女性（包括女童）的人力资本投资，或者是反对

性别歧视以促进女性人口就业，以及保障女性生存和发展的友好和优待。然而，性别红利及其广

义社会经济效应是将性别平等与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等结构性因素关联起来，不

再是个体层次或群体层次，属于一种宏观的社会经济整体层次的分析维度。因此，以性别红利的

分析思路去思考女性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实现机制，应该着眼于从社会经济结构优化与制度改革

的角度去设计性别平等的重构新路径。

最后，将“促进男女平等，保障妇女权益”作为处理性别问题的基本准则和法律依据，并以此释

放性别红利的潜能。性别平等在我国家庭婚姻和女性发展的政策体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基础性

地位。这不仅是一种政治主张，更是一项国家意志。①在我国宪法、婚姻法和妇女权益保护法中都

明确规定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唯有坚持贯穿

男女平等的宪法原则，奠定妇女权益保障基石，将性别平等的理念和实践落实到位，才能从根本上

消除女性人口在广义社会经济建设中的发展桎梏，促进性别红利的真正实现。

（三）性别红利的未来研究展望

从人口红利到性别红利的转向，无疑将丰富和拓展人口与社会经济关系的研究视角。相对于

人口红利仅仅从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二元关系，性别红利倾向于将女性与广义社会经济的诸多

因素进行多元模式的考察。展望未来，这种研究转向不仅仅应当停留在理论假设层面，更应当在

新视角与新思路下深化对理论的检验和对实践的推进。未来性别红利的研究可从如下几个方面

展开探讨。

在认识上，高度重视新时代人口转变过程中性别红利研究的重要意义。学界对于人口老龄化

的不断加深、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逐渐萎缩、人口素质的快速提升，以及人口问题的结构性与复合

型共存等方面已基本达成共识。面对人口发展形势的新形态，转换人口红利的单一思路，聚焦女

性人口在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上的可得性与可及性，在性别视角下对人口机会窗口进行新解读，

不仅有利于推动学术研究的理论创新，也有利于找寻以性别红利作为收获广义社会经济效应的现

实路径。

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化对性别红利理论分析框架的研究。现阶段，性别红利的研究仍处于雏

形阶段，多呈现为理论猜想与现实观察，更多借鉴性别平等视角下的既有认知。下一步研究要尽

可能避免研究问题的“新瓶装旧酒”，更多需要汲取多学科的共同智慧，在理论范式、概念界定、测

① 程秀英：《国家的性别——西方女性主义国家理论选评兼论其在中国的运用》，《学海》2017年第4期，第94—100页。



·50· 朱 荟 陆杰华：从人口红利到性别红利

量指标、影响因素、机制分析等系统层面搭建整体性的理论框架，切实推动性别红利的深度研究。

在方法上，注重基于理论建树开展对性别红利的实证探究。性别红利概念内涵和理论框架的

复合型和多维性提示我们，对性别红利的广义社会经济效应进行具有全面涵盖力的量化分析是未

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挑战。应尽可能在借鉴现有理论的基础上，既在客观上找寻覆盖多个方面的数

据信息和样本构成，也在主观上对性别红利及其广义社会经济效应的测量与操作化进行学术比较

的标准化分析。此外，这种量化研究需要在国别比较、地区比较、时空比较、文化比较中对性别红

利的现状与趋势进行精准证实或证伪。

在实践上，深化分析收获性别红利的制度设计与战略构想。近半个世纪的妇女理论研究和妇

女解放实践证明：只依靠妇女参与发展（Women in Development）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妇女地位，必

须深刻关注性别与社会经济发展（Gender and Development）的内在联系，以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实践

原则，在社会、经济和政策各领域的政策设计、政策执行与政策反馈评估上，都要充分考虑到性别

视角与女性需求，以战略性和系统性落实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①一方面对保障女性的权利、机会

和发展实行公平公正的策略，另一方面对事实存在的性别不平等进行差别化的对待及向弱势群体

倾斜，真正实现从性别红利的学术探讨到性别友好型的社会建构，持久开发与利用性别平等的广

义社会经济效应。

From Demographic Dividend to Gender Dividend:

Theoretical Thinking on the Broad Social and Economic Eff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Equality
Zhu Hui, Lu Jiehua

Abstract: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core research topics that academia pays attention

to, but previous studies have ignored the gender structure perspective implici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So far, it has not been able to fully consider the potential broad social and economic effects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gender equality. Theoretically,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to the gender dividend requires not

only the integration and expansion of relevant concepts in economics, demography, sociology, and feminism, but also

full considera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plural theories that support the gender dividend. In

sum, the broad social and economic effect of gender dividend refers to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 of gender dividend in

the social,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fields, etc., among which, each effect presents 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with rich connotations and diverse aspects. Therefore, further explorations on the theoretical achieve-

ments from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to the gender dividend studies, as well as the realistic path to achieve the broad so-

cial and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gender dividend, are not only an important objective for theorists, but also represent a

significant realistic requirement.

Keywords: Demographic Dividend; Gender Dividend; Broad Social and Economic Effects; Gender 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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